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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想象力的考古学是没
有灵魂的”

1978年，21岁的霍巍考入四川大学。在此之

前，他曾是中缅边境某部队的一名边防战士，从军

的经历让霍巍对战争史和相关的历史人物充满兴

趣。

当时，川大考古系大师云集，授课教师大多有

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背景，治学主张把

考古材料置于历史环境之中，更提倡把历史学、人

类学等学科研究方法运用到考古学中。

教授中国西南考古课程的童恩正老师让霍巍

至今难忘。课堂上，童老师不仅运用大量民族学、

人类学理论分析考古实例，讲述语言更是生动华

美。童恩正还是一个科幻小说作家，他的代表作

《珊瑚岛上的死光》《古峡迷雾》曾开启了一代青少

年对考古的遐想。

“没有想象力的考古学是没有灵魂的。”敢于

想象、大胆假设、科学求证，童老师别具一格的讲

课风格和治学理念，多年后，成为霍巍学术追求的

动力源泉。

1990 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在全国各地展

开，西藏自治区缺少专业考古力量，向全国借调人

手，四川大学考古系派出霍巍和李永宪两位教师

赴藏支援。西藏是考古领域的一片“处女地”，“怎

么去做工作，结果会怎样，谁的心里也没底。”被派

往日喀则地区的路途中，霍巍极尽脑力，联想他所

知的关于西藏历史的一切，王玄策这个名字浮现

出来。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王玄策受唐太宗

李世民派遣再次出使天竺。当王玄策历经艰辛到

达中天竺时，与唐朝修好的戒日王已死，权臣阿罗

那顺篡位为王。阿罗那顺改变了与唐交好的策

略，派兵袭击大唐使团。王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

众迎战，终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矢尽被俘。王

玄策寻机逃脱，赶往吐蕃西部边境，以唐蕃“甥舅

之国”的名义，征招尼婆罗国（今尼泊尔）7000骑兵

和吐蕃1200人精锐甲兵，返回攻打阿罗那顺，大破

中天竺军队，并将俘虏的阿罗那顺押解回长安。

然而，这样一个传奇人物，在中国史书中的记载却

极少，新旧《唐书》皆未为其立传，王玄策所著《中

天竺国行记》一书也已散佚，仅存的一些文字片

段，散见于《法苑珠林》等几部佛教书籍中。王玄

策这个“孤胆使节”，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

更多的人反而是从日本作家田中芳树的作品《天

竺热风录》中认识王玄策的。

在交通并不便利的唐代，王玄策是如何纵横

来往于大唐、吐蕃、尼婆罗、天竺诸国的？他行走

的是哪一条路线？疑问，久久萦绕在霍巍心间。

在吉隆县寻访文物线索时，霍巍在心中预设

了一个关于王玄策的主题，逢人便问“有没有见到

过刻着汉字的东西？”

“直到‘大唐天竺使出铭’中‘大唐’两个露出

来的时候，那种预感越来越强烈。”“果然，王玄策

的名字也跟着出来了。”

抱着敬畏心、平常心 但行
好事

结束日喀则地区的文物普查之后，1991年，霍

巍与李永宪“转战”山南地区，1992年又“开拔”阿

里地区。3 年时间，俩人的足迹已遍布大半个西

藏。

田野考古，风餐露宿，是公认的“苦活”，高原

考古更是“苦中之苦”。高原上物资供应不足，霍

巍常常是晚上煮一锅面条，舍不得吃完，第二天早

上热剩下的半锅当早餐。

有一回，考察队的车陷在河道中，形势危急，

坐在副驾驶的李永宪第一时间抢出了装相机的

包，里面全是调查的一手资料。坐在后排的霍巍

至今还笑着埋怨，“居然没有第一时间抢救我！”

1992年，又一个意外的发现，让霍巍的人生再

一次和西藏考古紧紧联系在一起。

石窟寺是佛教最古老的建筑形式之一，信徒

开凿岩窟、雕塑佛像，以供礼拜和僧侣修行、居

住。随着佛教东渐，石窟寺也随着僧侣东行的脚

步传至中国。“从新疆到北方，再到南方，如果把各

地的石窟联系起来，就会惊讶地发现，石窟的发展

史就是一部中国古代交通发展史、一部文化交流

史。”但霍巍疑惑的是，西藏自古以来佛教兴盛，可

这一地区除了分布广泛的摩崖龛像，几乎没有一

座大型的石窟。

霍巍把这种现象称为中国佛教石窟发展“链

条”上“缺失的一环”。在寻访文物的时候，他如同

寻找“王玄策”一样，刻意留心，“有没有见过有画

的山洞？”但得到的几乎都是否定的回答。

阿里地区札达县托林镇东嘎村和皮央村是象

泉河谷附近两个闭塞的小村庄，这里曾是古格王

朝盛极一时的宗教和文化重地。1992年 6月的一

天下午，霍巍结束了在皮央村的调查，在返回东嘎

村的路上，遇到了一个牧羊少女。

女孩向他们挥手，“我能搭你们的车么？”“当

然，上车！”

“手勤、眼勤、脚勤、口勤”，是考古人的“优良

传统”，也是霍巍一直坚持的工作习惯。他见这个

牧羊女能讲汉语，便问道：“你放羊的时候，有没有

见过有画的山洞？”没想到，这个女孩肯定地点了

点头，并答应为考古队带路。

霍巍喜出望外，跟着牧羊女来到一片断崖之

下。“一抬头，好家伙，密密麻麻的洞窟，就像蜂巢

一样。”

当进入其中一个较大的洞窟时，霍巍震惊了：

满目丹青！四壁满绘象征佛教宇宙观念的曼荼罗

（坛城图），天然矿物颜料使得壁画历经千年而弥

新，如同缀满珠宝的巨幅锦绣。窟顶是四套斗形

藻井，这种模仿佛殿结构的“覆斗室”形制，普遍流

行于隋唐时期开凿的洞窟之中。中原风格的龙

凤，波斯风格的双狮，克什米尔风格的神佛、菩萨

……洞窟中壁画的造型、绘制技法吸收多方艺术，

而又浑然一体，让人联想到了龟兹克孜尔，想到了

丝路敦煌……

皮央东嘎石窟群在国内外引发轰动，根据其

创作风格推测，应当在古格王朝早期。吐蕃王朝

崩溃后，部分王室后裔逃亡阿里，于公元10世纪左

右建立古格王朝，皮央东嘎石窟大约创建于此时，

即学界所称的“藏传佛教后弘期”初期。皮央东嘎

石窟群的发现，不仅从侧面反映了古格王朝早期

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更补全了佛教艺术发展

“链条中”重要的一环。

不少人印象中，考古如同近年来流行的“盗墓

文学”一般，惊险、刺激，充满神秘。

但在霍巍看来，考古工作大多数时候都是平

淡而琐碎的，“谁也不知道一铲子下去，到底能发

现什么，偶然与必然，努力与运气，科学与探险，常

常交互作用。”唯有抱着敬畏之心、平常之心，“但

行好事”。

“人们只有了解了自己的根源，才能自信而坦

荡地走向未来。”霍巍说，从这个角度看，考古学不

仅还原着祖先的生活，更推演着社会的变迁、探索

着我们前行的道路，“这也是这门学科的力量所

在。”

寻“路”：青藏高原丝绸之路
和中国特色考古“路”

西藏考古30年，霍巍一直都在寻“路”。

在被视为“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人类何时

涉足？如何生存？高原文明的发展与演进，是否

和世界其他地区有相似的历程？这许许多多的

“空白”，让霍巍魂牵梦萦，步履难停。

2006年 8月，阿里高原的雨季，连绵的雨水让

泥土格外疏松，一辆卡车行至当地人称为“穹隆”

的地方，碾压过的路面陷下了一个大坑。附近古

鲁甲寺的僧侣帮忙把卡车抬出来，发现这个大坑

底下竟然是一座墓葬。这一偶然的发现，引起霍

巍团队的极大兴趣。

一清理，不得了！墓主人头戴黄金面具，浑身

裹满丝绸，在头部附近的丝绸上，考古队员发现了

“王侯”两个汉字。霍巍认为，带着汉字的丝绸极

有可能是中央王朝赠予当地贵族首领的礼物。考

古人员还在出土的一些铜器和木器内发现了茶

叶，碳十四测年距今1800年左右，成分与汉景帝阳

陵中出土的茶叶完全一致。

当把越来越多的考古线索联系到一起，一个

崭新的概念渐渐在霍巍的头脑中建构起来。

“在皮央遗址，我们发现的一柄双圆柄首青铜

短剑，与四川盐源出土的短剑类似，甚至三角形的

纹样都是一致的；又如在拉萨出土的一柄铜镜，镜

柄样式是西方的，但镜面纹饰在云贵高原出土的

同类物品中多有发现。”在霍巍看来，青藏高原与

中原内地山川阻隔，如果没有贸易或人员交流，很

难想象有这么多的“巧合”。

“过去人们讲到丝绸之路，往往想到的是北边

的陆上丝路或者南边的海上丝路，似乎选择性地

避开了青藏高原。青藏高原是封闭的吗？从考古

发现的角度说，绝对不是！”霍巍认为，西藏考古发

现了充分的证据，证明“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存

在，青藏高原自史前以来，便与外界保持着密切的

联系和交流。

“这条‘路’并不是特指‘某一条路’，而是一个

网络，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王朝统治的背景下，

长期存在的东西方文化交流通道。”

“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提出，引发国内外学

界的高度关注和肯定。在霍巍的叙述中，这样的

成果与川大考古系数十年来坚持的“学术道路”密

不可分。

20世纪初期，西方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西

方理论主张以实物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类型学、

地层学为基本研究方法，主要针对史前时期和没

有文字记载的考古现象。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着几

千年连绵不绝的文化传统，更有着独特的文字和

文献体系。”霍巍说，如何在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基

础上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时期考古之

路，是川大几代学人苦苦探寻的目标。

上世纪 20年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继承宋代

金石学、乾嘉考据学的基础上，把传统金石文献的

范围扩大到甲骨、简牍等地下出土材料，提出“取

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开创“二重

证据法”，深刻影响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

1937年，著名的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家冯

汉骥受聘于四川大学历史系，成了川大考古“第一

代”。冯汉骥对“二重证据法”十分推崇，主张考古

与文献并用、互相印证。同为川大考古系泰斗的

徐中舒，更是提出将考古学与民族学、民族史、民

俗学等领域的研究结合起来，将“二重证据法”发

展成为“多重证据法”。从此，重视文献成为川大

考古学研究的一大特色。

霍巍的研究生导师张勋燎，是考古系的“第二

代”。张勋燎主讲历史时期考古和考古目录学，他

告诫学生“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要用纵横联系的

眼光看问题，把原本看似孤立的考古材料，摆回到

它的历史背景当中去。在讲到具体案例时，张勋

燎可以调动大量文献材料，运用“朔望干支断代

法”“地名、职官断代法”等十几种断代方法，解决

若干时代问题，甚至可以把考古断代时间精准到

年、月、日。

霍巍说，张老师的本事让他极为震撼，当年老

师传授的方法，让他在日后的考古工作中受益匪

浅，也成为了川大考古系的“传家宝”。

在他的学生时代，考古学界中有人“言必称西

方”，弥漫着“做文献的不看考古，做考古的不看文

献”的风气。“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张勋燎说话

的神情和语气，至今深深印刻在霍巍的心里。

如今，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川大考古系不断

弥补在田野考古方面的短板，在山地考古、西南考

古、道教考古、藏传佛教考古等领域独树一帜，形

成了别具一格的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理论和方法。

俯身埋头三十年
高原考古觅传奇

暑期，湖南留守女孩钟芳蓉填

报北大考古专业的事情，让一向“冷

门”的考古学“火出了圈”，虽然被不

少网友质疑“没钱途”，但包括樊锦

诗在内的多位考古界前辈纷纷发声

“撑她”，让钟芳蓉瞬间成为考古界

的“团宠”。

考古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专

业？有着怎样的学科魅力？近日，

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考古界的另一

位“大咖”霍巍，讲述他的求学经历

和考古传奇。

霍巍，中国著名考古学者，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模范教师，教育部长江学者。

“马拉山口正修水渠，那儿有一

块刻着汉字的石头，你们快去看看，

有没有价值，不然可炸啦！”西藏吉

隆县宗喀乡乡长罗桑的一句话，让

霍巍顿时兴奋起来。

1990年5月，四川大学考古系

青年教师霍巍和李永宪，到西藏参

加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他们被派

往日喀则地区最南部的吉隆县，在

苦苦寻访文物线索时，一块“神石”

如从天降，让霍巍叩开了西藏考古

新发现的“大门”。

高耸的崖壁下，一方黑黢黢的

摩崖石刻碑铭依山而立，因为被当

地藏族群众视为圣物，表面涂满厚

厚一层酥油。当霍巍靠近石刻，发

现下部已经残损，铭刻文字更是漫

漶不清。

考古队员就地用喷火灯烧起开

水，兑化了一袋洗衣粉，开始洗刷碑

面的酥油。碑刻的底子渐渐露了出

来，霍巍的手有些颤抖：碑额上，“大

唐天竺使出铭”一排五厘米见方的

篆书榜题赫然入目。

“嗬！难道是一块唐碑？！”霍巍

心跳加快。

随着清洗加快，碑身的正文也

清晰地显现：维大唐显庆三年，大唐

驭天下之……霍巍双眼瞪大：“显庆

三年，即公元658年，这块碑竟然比

举世闻名的‘唐蕃会盟碑’还早160

多年！”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清洗，石碑

现存24行、约200多个文字全部展

现在考古队员面前。碑文大意是：

显庆三年，大唐国力强盛，高宗皇帝

派遣“左骁卫长使”王玄策等“关内

良家之子”十数人出使天竺。使团

一路翻雪山、过栈道，途径吉隆山口

时，目睹山河之壮丽，感慨路途之艰

辛，又联想到勒石燕然的旧事，认为

非树碑无以记功德，非刻铭无以示

威仪。于是，有了这方记载历史的

遗迹。

公元7世纪中叶，中西交通上

出现了一条新的国际通道“（吐）蕃

尼（婆罗）古道”，这条道路经拉萨越

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加德满都谷地，

再经泥婆罗首都而入印度。但长久

以来，“蕃尼古道”仅存在于史料记

载之中。直到“大唐天竺使出铭”被

发现，才证明了这条路线的存在，同

时明确了准确的出山位置，更让王

玄策这一大唐外交的风云人物，从

历史的长河中慢慢浮出水面。

“很多历史在没有被发现以前，

就是一片空白。”说话间，如今年逾

花甲的霍巍仍然难掩兴奋，满眼放

光。西藏考古30年，白发不知不觉

爬上了霍巍的双鬓，年岁日长，血压

渐增，他笑称：“每次从高原下来，

‘缓过劲儿’的时间越来越长。”

也是在这被霍巍感叹为“幸运”

的30年中，他和“铁杆儿”队友李永

宪，“一去高原数千里，俯身埋头便

经年。”

霍巍：

■ 本报记者 鲁磊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